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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全球城市與上海：國家角色的再省思

國科會結案報告

冷則剛

國立政治大學 政治系 教授

===========================================================

研究目的

中國大陸近年來隨著經濟改革的逐步推進，以及為因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帶來的全方位

衝擊，針對“全球化”及“全球城市”等課題的討論熱度也逐漸加溫。然而，究竟中國城

市發展的本質與西方“全球城市”有何不同？在城市全球化的過程中，國家(state) 所扮

演的角色究竟為何﹖“全球城市”的分析架構是否適用於類似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中國

全球城市發展的過程中，如何看待中央、地方、以及跨國政治與經濟利益的糾葛？中央及

地方各層級的國家機構如何扮演“促進”或“制約”全球化的角色？中國浮現中的“全球

城市”能否跳脫主權國家的羈絆，進一步與全球化的分散力量結合，而成為自主性更強的

實體？這些都是本研究所嘗試分析的主要課題。

研究方法、文獻檢閱、研究結果與討論

I. 全球化是經濟主導的新勢力

1. 主權國家勢衰，經濟力量興起

全球化論述最典型的說法，就是認為拜科技發展及通訊革命之賜，跨國企業展開全

球經營佈局，打破了原有主權國家的藩籬。在 20 世紀最後二十年間，共產主義鐵幕被

資本主義瓦解，市場經濟席捲全世界。以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為首的資本主義經營模式

及文化，也滲透到全球每一個角落，麥當勞的金色拱門無遠弗屆，成為資本主義的典



型象徵 (Kudrle, 1999)。

於此同時，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的權力在經濟力量興起後面臨挑戰。傳統上，

主權國家擁有各種對內及對外的經濟工具，並藉此調整經濟發展的步調，以達成政策

上的目標(Castells, 2000)。經濟全球化浪潮興起後，私有企業相對於主權國家的力量變

大，企業從國境外集資、運籌、創新的資源與工具比以前更多，在財務及運作上獨立

性更大。主權國家儘管力圖以政治手段管制，但效果不彰。再者，許多跨國企業富可

敵國，周旋於各主權國家之間，獲取最多的利益。主權國家彼此之間競相提供跨國企

業更好的條件，以振興本國經濟，或是將國內經濟進一步與全球接軌，最後獲益最大

的仍是私有的跨國企業(Hell, 1999)。

除了跨國企業的談判籌碼日益增多以外，主權國家利用政治工具來調控經濟活動的

能力也被一些「制度化」的國際安排所制約。國際間的制度化經貿安排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世界貿易組織對主權國家經濟工

具的使用加諸了許多限制( Bhagwati, 2004) 。舉例而言，世貿組織對主權國家利用關

稅及非關稅壁壘保護本土企業的種種措施，以及國民待遇及最惠國待遇的給予等，都

予以各種規範。以往開發中國家利用出口補貼及扶植國內幼稚產業的各種政策，在世

貿組織的規範下，也必須改弦更張。世貿組織作為一種超越國家範圍的國際建制，利

用多邊協商及仲裁等手段，固然使成員國得以共享自由貿易的成果，但同時也對主權

國家加諸種種限制。

2. 全球公民社會浮現

傳統政治學有關國家(state)與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分析多局限於國內政治範

疇，探討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公民意識的覺醒，以及公民社會在政治社會變遷中所扮

演的角色。隨著全球通訊科技的發展，網際網路的普及，航空交通的便利等等因素，

原有以國內範疇為主的國家社會分析已面臨了種種轉變 (Albrow, 1997)。

舉例而言，許多原本屬國內的議題，如政治體制、人權狀況等，隨著通訊科技的

發展，使得全球人士都能夠進一步了解各國的人權狀況、弱勢團體的處境、以及受壓

迫者的反抗等。許多以國內議題為訴求的團體，一旦將主要議題訴諸全球，將使世人

認知到諸如人權等問題已不再是國內問題，而是普世關切的議題，進而將全球各地的

人權團體串連，共同訴求人權狀況的改變。此外，有些議題具有跨國界的特性，例如

氣候變遷、水資源污染，核能問題等。這些跨國界的議題促成公民社會及非政府組織



間的跨國合作，共同尋求全球性的解決方案。此類全球公民社會的聯盟，一方面共同

對主權國家施壓，要求改變政策取向，一方面在全球範圍中促成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的產生，協調合作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案。

再進一步，全球公民社會的浮現也改變了人們的認同(identity)。傳統上人們的政

治認同的主要對象是主權國家，例如德國人、日本人、美國人等。全球化使世界縮小，

同時使得政治以外的驅策力更加多樣化，對多元文化的接受度更高，藉由全球公民社

會產生新的認同的可能性也加強。也就是說，在全球化的時代，人們認同的對象逐漸

超越主權國家的範疇，而轉向所謂的「地球村認同」，以「地球人」自居 (Castells, 2003)。

II. 全球化帶來更多的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

1. 全球性的經貿組織化，實際上是由主權國家所主導

前節所述，世界貿易組織是經貿自由化的急先鋒，全球人民福祉提昇的良藥。藉

由各主權國家放棄部份主權行使範圍，可以落實最大多數人獲得最多利益的目標。然

而，許多論者認為，以世貿組織架構為主的經貿全球化過程，事實上並非如自由主義

者所指出的泯除了國家界限，以造福人類。事實上，自由貿易政策背後有一個強有力

的推手，亦即美國的推波助瀾。易言之，美國藉著超強的國力，利用各種軟性及硬性

雙邊談判的機制，逼迫許多國家打開貿易的大門，而最終受益最多的仍是美國的跨國

企業。從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到世貿組織一路走來，從製造業、農業到服務業，

都是美國貨品輸出及美國直接對外投資的重點。美國霸權主義藉由自由貿易的包裝，

將經濟資源集中在少數工業先進國家，造成全世界經濟資源分配的更加不平等

(Rodrik, 1997)。

2. 全球資本主義仍由政治力量操控

不少批評全球化的學者指出，自由市場是資本主義運作的基礎工具，但成功的資

本主義多都希望以壟斷或獨佔的方式達到利益極大化的目標，因此在本質上是違反自

由市場的傾向。如同泰勒（Peter J. Taylor）所言，全球化的主要勢力是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動力的泉源是權力（Power），而權力的背後主導力量仍是國家（State）

(Taylor, 2002)。從泰勒的邏輯衍伸，政治權力仍是凌駕於市場之上。若無主要資本



主義國家權力的介入，大型跨國企業也無法以自由市場及比較利益為名，打開全球市

場，進一步造成獨佔或壟斷。國家權力既為全球化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則政治權力操

縱主要城市的發展，以便進一步發揚及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即為不可避免的結果。

泰勒並進一步指出，為了達成操縱及凌駕市場的目的，國家往往企圖建構所謂的

「反市場網絡」（Anti-market Nexuses）。反市場網絡指的是經由特定的地理配置、

知識、以及強制力的一種權力安排，以使得資本家獲得最大的利益，並得以操縱及凌

駕市場1。歷史上出現的帝國主義、保護主義及大型跨國公司等都是泰勒所列舉的「反

市場網絡」的實際例子2。經貿全球化的結果，使得政治力量與經濟力量進一步結合，

未必代表一種「自由化」的力量。

3. 南北差異加大，區域壁壘方興未艾

經貿全球化表面上可達到全球雨露均霑的目的，但事實上造成富國更富，窮國改

善的幅度更加有限 (Sassen, 1998)。從 1960 到 1970 年代開始，拉丁美州國家即針對全

球南北失衡等現象，提出依賴理論及世界系統理論等觀點，指出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不

真實性及虛偽性。經貿全球化實現後，全球南北差異的情況不但存在，且由於資本集

中等現象，南北差距還有擴大的傾向。

與全球化同時出現的是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興起。區域主義具體而微的實體就

是歐盟(European Union)的誕生。區域整合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從「低政治」的合作，

例如煤鋼聯盟，逐漸過渡到制度化的協調機制，例如共同總體財政與金融政策，最後

實現政治、軍事等「高政治」的整合。區域主義的特徵是「內外有別」，例如區域內

的成員國享有免關稅、人員自由流動等優惠，但對區域外的國家則採取不同的措施。

區域主義的產生，使得「全球政府」的理想更顯得像是烏托邦。有別於「全球整合」

(global integration)的說法，區域主義的深化將使世界分為幾個主要的區塊，而不是一

個整體。儘管論者認為區域主義有分成緊密的區域主義及「開放區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之分，但歐盟運作的相對成功，也有與美國霸權相庭抗禮的味道。美國出

兵伊拉克，以及小布希政府上台後的單邊主義傾向，都使得歐盟各國對美國霸權產生

反感。

4. 跨國企業的不公道與不民主

跨國企業的全球分工模式使全球市場成為一個巨大的分工生產線，將研發、應用、

1 Peter J. Taylor, "World Cities and Territorial State Under Conditions of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19, No. 1, 2002)， p. 8。
2 同前註，p. 9。



生產依據各國不同的經濟稟賦，以外包的方式加以分工，最後以跨國企業強大的品牌

行銷策略推銷到全世界。論者以為，各國在最具「比較利益」的基礎上，專心在跨國

企業的架構下從事專業分工，將是最具經濟效率的政策抉擇，同時也是使國家脫離貧

困的最直接方法。中國大陸自 1979 年以來的改革開放政策，就是以「世界工廠」的

身分，在全球分工格局上佔有一席之地，進而儕身「金磚五國」之列。

跨國企業的經濟分工模式是否是全球邁向富裕的萬靈丹，不少人曾提出各種不同的

質疑，例如跨國企業對投資地主國的壓榨，以及依賴理論學者對跨國企業與邊陲國家

長期經濟不振的關連等。除了經濟因素以外，不少學者認為跨國企業所帶來的是一種

新的「全球文化」。如美式速食文化、嘻哈文化、日式科技電子文化等。然而，也有

許多人指出跨國企業文化所帶來的是經過包裝的投資母國文化。跨國企業文化的大舉

攻佔，是對其他弱勢文化的一種侵略。再者，許多弱勢的投資地主國為了遷就跨國企

業強大的經濟利益，可能犧牲了原本住民參與決策的權力，而將經濟決定權交給跨國

企業。跨國企業本身的決策過程未必民主，更不一定會顧及當地居民的權益。如此一

來，以跨國企業主導的龐大經濟勢力，造成一種新的文化侵略，以及對民主機制的傷

害。

5. 分配政治與地區差距

前面提到有關跨國企業造成全球利益分配不均的狀況，同樣會反映到國內政治

(Hirst, 1996; Held, 1999)。以科技發展、通訊進步為導引的全球化勢力，未必能滲透到

國家內部每一個角落。許多國家的沿海主要城市堪稱與全球同步，資訊流通度大，經

濟發展程度相對也比較高。越往內陸，離全球化越遠。跨國企業投資的重點也不會是

內陸貧窮且交通不便之處。因此，全球化勢力的引介使得不少國家，尤其是較大的國

家，產生「國中有國」的分配不均現象。國內地區差距若不斷擴大，內陸地區相對剝

奪感增加，對政治穩定將產生負面的影響。

跨國企業所引導出的全球分工，對國內一些弱勢團體也有負面的影響。跨國企業追

求低廉勞力，將勞力密集產業轉移到全球不同的地區生產，雖造就某些地區的就業機

會，但同時也使許多地方的勞工失業，造成社會問題。資本家枉顧勞工權益，以血汗

工廠的方式生產貨品，支付勞工微薄薪資，但位居全球分工頂層的高層領導人卻獲取

暴利。此外，不少跨國企業以全球分工為名，轉移高度污染的產業到開發中國家，造

成嚴重的環境問題。凡此種種，都反映了全球資本主義的黑暗面。



III. 全球轉型啟動，全球主義浮現

1. 全球化是轉變的契機

無論是對全球化支持或是反對的人士，都同意全球化是社會、經濟、文化、政治轉

型的催化劑與原動力。若把全球化當作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命定的結果，則全球化

無疑地帶來了各種矛盾與協調的危機與轉機。

如前所述，政治學者對全球化研究最感興趣的，就是主權國家調適的過程。從全球

化的軌跡來看，各種經濟與文化的「全球網絡」(global networks)會與主權國家並存

(Castells, 2000)。這些全球化的分散勢力，會與主權國家的集中勢力並存。認為主權國

家會逐漸消失，國界會逐漸消失的說法，可能是過於樂觀了。持平而論，在全球化的

總體衝擊下，主權國家的角色會開始轉化，而非消失。舉例而言，世界貿易組織的種

種規範，雖然限制了主權國家利用出口退稅、關稅壁壘等手段扶持策略型工業，但主

權國家可以藉由改善國內基礎建設、完善金融自由化，推動終身教育等新的手段，來

達到經濟發展的目標。這種國家角色的轉變，是一種所謂「組織性的轉進」。國家介

入的方式有所改變，但只是轉換戰場而已。事實上，「國家退出」工程的困難度並不

亞於國家介入。國家退出與介入都涉及到國內及國際利益的重新分配問題，需要國家

以另外一種面貌出現。易言之，在全球化的時代，國家與社會將一起進行調適，而不

是國家退出，或是民間社會勃興這種簡單的二分法可以概括。從主權國家及民間社會

因應全球化的轉型過程，可以作為跨國比較研究的一個基礎。

此外，政治學傳統上將內政與國際政治二分，作為兩個不同學術傳統的作法，勢必

要有所修正。傳統政治學分析中「內環境」與「外環境」涇渭分明，國際與國內的邊

界較為明顯。在全球化的時代，舉凡經濟發展政策，新的政策工具的產生與運用、制

度變遷、公民社會的動力等，無一不與全球勢力息息相關。無論是國內政治國際化，

或是國際政治國內化，都顯示國內政治與國內政治的彼此影響與共同變遷。

2. 全球主義代表新的發展動力

有不少人士質疑所謂「全球化」與「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究竟有何區別。

亦有人指出在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初期，歐洲各國之間貿易互賴已達到相當高的程



度，而東印度公司等的全球影響力也頗為可觀，因此二十世紀末葉以來的全球化事實

上是了無新意 (Hirst, 1996)。

若仔細觀察當代的全球化趨勢，可以發現與十九世紀最大的差別在於「趨同化」

的整合力量非常強大。不管喜歡與否，當代全球化勢力所影響的幅度、強度、以及速

度，在高科技的推波助瀾下，形成一種新的「全球主義」(globalism)(Nye, 2000; Sassen,

1996)。這種新的全球主義著重制度(institution)、理念(ideas)以及利益(interests)的共同

發展與轉變。就制度層面而言，民主制度的發展，對人權的尊重，已逐漸形成一種全

球共同遵從的制度動力。就理念而言，全球視野的擴充，多元文化的彼此了解，對異

議團體的尊重，也逐漸為世人所接受。就利益而言，經濟發展成為各國第一要務，資

本主義全球化帶來新的調適與發展的需要，同時也使政治領導人重新思考如何在「發

展」、「穩定」、「公道」幾個全球化目標之間，取得一個動態的平衡。。

3. 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

自 20 世紀後半以來風起雲湧的全球化風潮，也引發了重新思考地方化的議題。結

合全球化與地方化的概念，有人發展出了一個新的名詞──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

全球地方化可以說是對全球化的一種反思，但並不是故步自封，將時代轉輪回到

全球化之前的世界。儘管全球化具有趨同的整合力量，但強勢文化的入侵，反而凝聚

了菁英的本土意識，從草根文化上尋求固有的國族認同，並反思傳統文化的當代適應

性。易言之，全球地方化結合以科技及創新為主的全球勢力，以及本土的制度、理念、

文化等特性，用新的思惟將認同、治理、分配等主要國家社會議題重新定位。全球地

方化雖然是對全球化的被動回應，但具有較高的道德目標，代表一種整合性的新思

路，同時將重點落實到「人」的層面，強調在加入地球村的同時，也應藉此注入本土

精神的活水，開拓人們的視野，共同造就共存共榮的社會。

IV 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與新研究議題的產生

政治學者面對全球化的興起，最主要思考幾個大的議題及解決方案。第一，全球化產

生了哪些新的行為者？第二，有哪些新的議題是必須解決的？第三，如何有效治理，促進

全球穩定與和平？第四，國家如何妥善使用公權力，並與這些在全球化過程中興起的行為



者，建構良性互動的機制？換一句話說，「全球治理」著重公私部門結合，民間與官方合作，

用更多元的工具及手段，共同解決關乎人類福祉的重要議題。

圖 1 是針對「全球治理」所產生的一些新的行為者整理

圖 1

全球治理興起

私部門 公部門 第三部門

超國界 跨國企業 官方國際組織 國際非政府組織

中央 本國企業 中央政府 非政府組織

地方 地方企業 地方政府 草根性組織

本圖的橫軸是依角色的性質，分為私部門、公部門，以及第三部門。縱軸是依所涵蓋的地

域廣度，分為超國界、中央層級、及地方層級。在全球治理之下，這些是舊有角色被賦予

的新功能，有些則是新角色的浮現。這些角色的功能及互動方式如下：

1. 跨國企業：跨國企業所造成的正面及負面效應，在前面的幾節已有交待。值得注意

的是，藉由各種策略聯盟、外包，以及其他的合作方式，跨國企業的影響力已經滲

透到地方及草根層級，產生更深更廣的互動網絡。

2. 官方國際組織：例如聯合國、世界銀行等以主權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組織。這些國際

組織對各國的行為設立規範，但各種規範在國內的實施(implementation)及遵從

(compliance)，則涉及到國內的各種機制的配合，以及全球治理中其他角色的合作。

除了大型的國際官方組織外，還有針對各種特殊議題所成立的國際建制

(international regime)，如武器管制、環境保護等。這些國際建制許多是與聯合國所

附屬的國際組織有關聯，所規範的各種慣例、規則、實踐等，都對主權國家有約束



力。此外，有些具有影響力的國際組織，並不是以主權國家身分為參與要件，例如

世界貿易組織以關稅領域為會員基礎。我國就以「台澎金馬關稅領域」為正式會員

名稱。又如亞太經合會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我國就援引奧運模式，

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為正式名稱。這些各種形式的官方國際組織，儘管性質

不同，但共同目標都是凝聚共識，創造合作的基礎，解決全球性的共同問題。

3. 國際非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此類組織在近十年

來有長足的進展。拜全球化科技發展之賜，這些組織利用網際網絡串連，使不少國

內問題轉換為全球注目的焦點，同時不少組織以人道關懷出發，促使各界注意人類

共同關注的一些議題。如近年來備受稱道的「無國界醫師組織」(Doctors without

Borders)。此一組織於一九七一年在巴黎成立，發起人是一些理想主義派的法國醫

師，他們因為對紅十字會的中立政策感到失望，而決定另立門戶。 大家稱他們「法

國醫師」。他們第一次打響名號，是派志工前往非洲西部的比亞法拉援助饑民及戰

爭受害者。這個以來自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志願者參與為基礎的國際非政

府組織，過去三十多年來年來，協助世界各地受戰火及目然災害蹂躪的災民脫離困

境，貢獻出自己的專業知識，平等地對待不同種族和宗教背景的人士。

又如一些著名的國際環保非政府組織，如「地球之友」(Friends of Earth)，「綠

色和平組織」(Green Peace)等，積極倡導國際間有關永續發展的概念。這些組織

在國際環保會議中，扮演了強而有力的游說者角色，如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地球

高峰會等，都有這些組織的身影。國際環保非政府組織也致力與各國的環保組織聯

盟，成立各國分會，並將國際影響力與草根力量結合，以傳佈新知，共同監督政府。

許多公共政策一旦有了國際非政府組織介入，就可能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同時也

制約了企業、政府，及其他相關組織的行為。(Jasanoff, 2004)

4. 本國企業：在全球化的時代，純粹「本國」企業事實上已不多見。本國企業作為「全

球」與「地方」之間的介面，正重新調整步伐，試圖在「全球網絡、地方智慧」兩

個主要面向之間，找到平衡點，並擴大企業利基。許多原本以內銷為主，並受國家

保護的本土企業，在全球化的衝擊下，也亟思轉型，並調整政商關係，與國際資本

與人才進一步結合。

5. 中央政府：如前節所述，主權國家在全球化的衝擊下正嘗試轉型。然而，中央政府

在全球治理中仍有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央政府掌握制度與法規的合法制定及執行權



力。中央政府也利用警察及軍隊，掌握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力。國際非政府組織及官

方國際組織等跨國團體，儘管能對中央政府形成有形無形的壓力，但落實到執行層

面，仍需要各種正式及非正式制度的安排，才能日起有功。中央政府在總體政策調

控，並創造整體國家認同，以及引導民意趨勢等面向，仍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6. 國內非政府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在引介全球價值，設定全球議題等方面，扮演啟

迪良知的角色。但如何與一國境內特殊文化、傳統、習慣結合，並與時代脈動同步，

發展出良好的官民關係，就需要國內非政府組織來挑大樑。國內非政府組織，在不

同的國家傳統下，有不同的特性。在一些具有較強多元主義傳統的社會，國內的各

種非政府組織勃興，但彼此之間也存在資源、財源、人力之間的激烈競爭。在一些

威權主義社會或民間力量剛興起的國家，國內非政府組織力量較為薄弱，與政府關

係較為靠近，甚至類似政府滲透到民間力量的延伸，因此有所謂「政府組織的非政

府組織」(Government Organized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GONGO)。的稱號。

7. 地方企業：地方企業規模較小，但影響力也不可輕忽。在全球分工的環節中，地方

企業本身未必有能力走向國際，但有可能在全球分工網絡中扮演螺絲釘的角色，缺

一不可。此外，外來投資者打交道的對象除了本國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外，地方企

業也是可能合作的夥伴。地方企業與國際資本的結合，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但也

可能成為跨國企業轉移污染產業的幫兇，因此扮演了多重的角色。

8. 地方政府：傳統政治學對地方政府的研究並非主流。然而在全球化時代，許多全球

議題，必須仰賴最基層的治理機制來執行，才能真正的落實。許多「地方政府」已

經不是過去人們印象中的小型官僚組織。許多「超大城市」(mega cities)，在行政層

級上雖屬「地方」，但經濟實力已富可敵國，儼然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主要焦點。

有關全球城市的論述，將在後節加以詳細說明。

9. 草根性組織：草根性組織位於全球治理的最基層，直接反映了本土的需求及呼聲。

草根性組織雖然組織並不嚴密，經費有限，但往往能爆發意想不到的動員能力。草

根性組織與土地的聯繫最密切，具有強烈的本土意識，但也有可能與支持或反對全

球化的組織結盟，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本土力量。

V. 全球化與地方的興起



＊ 全球城市研究

從前節有關「全球治理」及「全球轉型」的討論，我們可以了解到國家（State）與全

球化之間的關係可謂千絲萬縷，無法簡化為「加強」、「撤退」等二分的概念。在全球化的

衝擊下，國家面臨既深且廣的不確定性，需要落實到實際執行的層面，才能深切觀察到全

球化的動力所在。由此可見，傳統政治學研究中「重中央、輕地方」的傾向，在全球化的

整體影響下，是必要加以調整。所謂「地方政府」的定義，以及牽涉到的研究議題，也必

須重新檢討。

由於全球化的特點之一是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使得長久以來將國家視為一個

整體，或是以中央政府為主的政策互動模式，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顯得捉襟見肘。從前節

「全球治理」架構中的新角色扮演，可以看到地方政府的重要性逐漸加強。本節就以「全

球城市」的概念，扼要介紹新的全球動力的產生。

將全球化的分析層次落實到地方，或是與全球化發生、執行、轉化的特定空間範圍，

是全球化政治研究的重要課題。全球城市政治學研究的重點有以下幾項：

(1) 各國獨特的領土範圍、空間分布、文化傳統，如何與全球化勢力互動，進而

影響到城市政治發展；

(2) 全球資本與跨國企業，如何影響城市內階級分化，以及階層流動；

(3) 城市居民如何因應全球變遷，並發展官民共治機制；

(4) 一國境內的主要全球城市與世界各國的全球城市越來越相似，但與國內其他

區域逐漸疏遠。此類全球化帶來的雙重壓力，將是城市政治發展的挑戰；

(5) 全球城市彼此之間有無可能發展互動合作機制，以達到彼此共存共榮的目標。

自 1980 年代開始學者即開始針對「世界城市」（World Cities）或是「全球城市」

（Global Cities）展開研究(Eade, 1997; Knox, 1995, Short and Kim , 1999)。福

萊曼(John Friedman)在其 1986 年的「世界城市假設」中指出，全球的一種嶄新分工體

系，實際上是透過所謂的「世界城市」來實現的。這些城市具有特殊的經濟及社會結構，

使其成為全球資本累積的「指揮中心」（Control Center）。福氏並指出，城市如何和全球

化的經貿脈動結合，以及城市如何調整空間與功能上的佈局，以因應全球化的衝擊，並將



進一步影響到城市本身的社會、經濟、乃至政治上的結構轉變。福氏利用世界城市指揮中

心的功能指標，在其世界城市的表列中分出種種高低階層與排序(Friedman, 1986)。

福萊曼對世界城市的研究，啟發了更多學者賡續「世界城市假設」的傳統，進行更細

緻的量化研究。克拉克（David Clark）即詳細列出全球資本主義運作所必需的活動與組

織，並指出全球城市分類及排序高低的依據，並非在於城市面積與其人口的大小，或是國

都與否，而是在於這些城市所扮演的特殊功能。這些功能可以由各種客觀指標來判定，例

如跨國公司總部集中的程度、銀行總行集中的數目、各種金融及法律機構的數目等。這些

指標可以顯示某一特定城市是否扮演全球指揮（Command）與管制（Control）的角色

(Clark, 1996) 。國際體系中的「全球城市」，各自依其功能及相對重要性，形成一種層級

（Hierarchy），而每個城市在此類層級的地位則是依其反應全球經濟與金融能力而定。

福萊曼進一步指出，為因應全球化的浪潮，某些戰略節點便成為科技、資訊、

及服務等各種流動勢力的依託地，於是城市就必須面對以下的挑戰：

（１）城市的空間配置：如何藉由土地規劃及運輸系統的建設達到全球城市的目標；

（２）永續發展：如何以環境的美善吸引跨國企業，並達成社會正義與經濟發展的目

標；

（３）國際人員流動：如何處理國際初級與高級人力資源流動，新移民的產生，以及

「全球都會公民」認同的浮現；

（４）市民社會的興起：隨著全球化資訊流通與人員自由流動，市民社會要求增進民

主程序，參與市政的呼聲增強。如何發展「共治機制」（Collaborative

Governance）以因應全球化所帶來的市政民主化，為全球城市的主要課題；

（５）全球城市合作：如何與區域及全球範圍的城市結成策略聯盟，推動諸如城市行

銷、教育合作、以及協調基礎建設的計劃等 (Friedman, 1996)。

城市及地方政府對全球化的不同因應措施，與本身的一些客觀環境友密切的關連。這

些城市區域所產生的「地方制約」（Local Constraints），對全球化的過程產生或大或小的

影響。這些「地方制約」包括初級與高級勞力的結構、工作倫理與工作文化、城市內主要

流行政治文化、以及政治結構與決策過程等。此外，范伸益（Monica Varsanyi）也主張

從內部政治與經濟勢力來檢討全球城市的形成與演變。范氏指出，全球城市的研究焦點應

放在城市如何因應全球化所帶來的資金、科技、人員流動，以及這些流動如何影響城市本

身的進展。換句話說，學者應進一步研究城市內的各種社會勢力如何創造、加速、或是抗

拒此類跨國的流動。范伸益和瑟森一樣，認為城市是執行全球化的主要場域，但范氏更加



強調全球化是使城市政治及經濟動員的主要原動力。舉例而言，城市間的競爭促使城市內

部加速全球化的過程，致力改善基礎設施，修訂吸引全球人才的法規政策，並影響城市的

資源分配與預算優先度。此類城市政策的改變，與其說是由中央直接指令，不如說是由下

而上（Bottom-up）的一種地方因應措施 (Varsanyi, 2000)。

然而，全球城市的研究，是否假定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城市自主性」（Urban

Autonomy）已經取代主權國家的重要性，並成為全球化過程中獨佔甚至唯一的要角？全

球城市的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及自主性，獨力完成因應全球化，並強化地方優勢的

工作？麥諾森（Warren Magnussen）針對此假定則強調，全球化將使中央政府主權削弱，

但卻使地方政府的重要性相對提升。全球化將帶來社會運動及經濟分權化，而地方政府恰

巧佔據此一戰略地位，並同時以「都會」、「社會覺醒」等概念替代傳統「國家」與「社會」

的二分。麥氏同時預言「全球都會主義」（Global Urbanism）將使全球主要城市形成新

的網絡，取代固有的主權國家體系(Magnussen, 1996)。從麥氏的角度，全球都會體系

已跳脫原有「中央」與「地方」的分野，或是說中央政府層級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已然「虛

級化」。

瑟森則仍對城市自主性的擴大解釋，抱持較為保留的態度。瑟森指出，儘管金融全球

化以及跨國公司主要活動的地點是在如紐約、倫敦等主要城市中，但這些城市仍位於主權

國家的國土內。若無完善的法律體系、對私有財產權的尊重、對契約的履行、以及各種金

融財政管制的自由化，這些城市將不可能成為全球金融及服務業的中心。這些法治體系的

建設，並非城市或地方政府可以獨力完成的。表面上來看，全球城市解除管制

（Deregulation）與自由化（Liberalization）的過程是主權國家管制能力的退位，但如

何因應自由化所產生的資源重分配效應，以及部份社會資源重新動員的影響，就不是單純

城市管理階層可以處理，必須與全國的大環境互相配合(Sassen, 1996, 1998)。另一方

面，這些全球服務或製造業中心所需的基礎建設，或是基礎建設所需的財務支持，與國內

的整體預算仍有極大關連，甚至造成資源排擠的效果，必須與其他地方政府折衝 (Sassen,

1998)。由此可見，儘管主要城市的發展享有較以往為高的自主性，但城市仍處於全球勢

力與主權國家相互重疊甚至拉扯的一個微妙地帶。

＊ 國家角色與上海發展

「全球城市」及「全球地方政治學」事實上可以作為比較跨國分析的一個起點。政治

學中有不少概念，例如「政治發展」、「開發中國家政治等」曾被批評為太過於西方中心主



義。同樣地，有些學者也認為「全球城市」的分析架構，僅適合分析西方式資本主義的城

市。若要進一步瞭解東方國家的城市全球化過程，則勢必要做一些調整。

舉例而言，希爾（Richard Child Hill）與金（June Woo Kim）就對以西方先進工業國家

為研究主體的全球城市架構表示質疑。希爾與金舉出東京與首爾為例，來挑戰主流「全球

城市」的論證。東京與首爾等亞洲的「全球城市」，之所以與倫敦、紐約等西方全球城市不

同，最主要還是「國家」對城市影響的程度的差異。以東京為例，東京並不是歐美跨國企

業的運籌基地，而是日本大型財團向國際擴張的根據地。因此，與其說造就東京的動力是

「無國界」的跨國企業，不如說是日本強而有力的國家機器與大型財團共同造就的結果

(Hill and Kim, 2000)。

首爾與東京的發展軌跡也有頗多雷同之處。首爾是南韓跨國企業向外擴張的根據地，

而非跨國企業運籌的中心。若以銷售額來排比，首爾前二十大的企業幾乎全是南韓本土財

團。在前二十大企業中，金融服務業僅佔三席，其他均為製造業 (Hill and Kim, 2000: 2182)。

此類出口導向的大型製造業財團需要與中央政府維持良好的關係，以取得信貸及政策的便

利，因此政治中心的首爾就成為了一個自然的選擇。首爾的製造業近年來有向外圍區域分

散的趨勢，但此類分散的趨勢與「全球城市」的論證並不相同。紐約、倫敦等城市製造業

遠離城市的主因，最主要是取得較為廉價的土地及勞工。因此，這種分散趨勢是企業根據

市場法則的選擇結果。首爾的例子則是國家直接干預，以防止人口過度集中首爾區域，並

平衡區域發展。首爾本身的「移民」最主要是從鄉間移入的人口，而非從外國移入的新移

民(Hill and Kim, 2000:2186)。

另外一個值得比較研究的例子則為海峽對岸的上海。儘管上海已成為跨國企業及直接

外來投資的熱點，但其作為「全球城市」的發展基礎與先進國家的全球城市是十分不一樣

的。一方面，就客觀指標而言，上海距全球城市的標準仍有一段距離。另一方面，就主觀

發展歷程而言，上海的發展與過去數十年來的歷史、制度息息相關，同時中央及地方層級

的「國家介入」痕跡也清晰可見。從長期來看，如何發展出以社區為主體的「共治機制」，

將是全球城市能否保持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

由此可見，在上海全球城市的發展過程中，從上海老城區重建，到浦東新區的

開發，乃至特殊試點政策的推出與執行，都需要中央及地方層級國家體系的強力介

入。然而，國家介入過多，再加上中國大陸長久以來社會主義制度政企不分的傳統，

在管理上極可能流於僵化，與建設以市場經濟為主的現代城區目標不盡相符。因此，

地方官僚體系事實上是面臨了一個兩難的矛盾。此類矛盾在中國大陸轉型期政經環

境中顯得特別突出，同時也是討論上海作為全球城市歷程中不可忽略的重點(冷則



剛，2002)。

上海在面臨全球化的過程中，「國家退出」（State Withdrawal）轉型過程的波折，

決不亞於國家的直接介入。上海雖然在中共建政後市場經濟受到制度性的壓制，但

文化上較為堅實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經驗，使得國企轉型後，私有經濟復甦速度

較快，市場機制運作也較為嫻熟，使得上海地區國企改革及經濟轉軌的成果較大陸

其他地區來得明顯 (Wong, 1996)。在國家退出或角色重整的過程中，如同其他邁向

全球化的城市一樣，上海必須面對所謂「地方限制」的問題。這些「地方限制」包

括：人力資源結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價值的形成、以及影響城市運作的政治結構

及運作過程等。要了解諸如上海這類城市的全球化過程，就要掌握國家、市場、社

會三者密切的互動關係。

就上海的案例而言，由於中國大陸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跨國資本進入大陸

主要城市的著眼點並不是以此作為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運籌中心，而是將城市作為進入中

國大陸市場的「橋頭堡」。事實上，希爾與金所批評的主要對象瑟森也指出，研究先進國家

「全球城市」的分析典範並不是將研究對象都視為一體，而是同樣著重功能分化與差異。

準此，論者認為，上海未來發展的方向較有可能類似東京的發展模式，一方面作為外資進

入中國大陸的橋頭堡，另一方面也成為中資企業面向世界的「出海港」。上海與全球接軌的

方式並不是成為獨立主權國家範圍外的跨國服務業中心。上海在 1990 年代以後的再起，

與中國大陸本身的發展事實上是結為一體，密不可分的。就此點而言，上海與倫敦、紐約

等「全球城市」展路向勢必會有所區隔。

此外，以中國實際狀況而言，單純著眼以單一「超大城市」(mega cities)的規模，

打造西方先進國家以服務業為導向的「全球城市」是否符合中國大陸當前發展的需要，頗

值得討論。因此，除了經驗性的分析外，在了解城市全球化的議題上，我們也必須注意幾

個個具規範性的問題：上海是不是中國？上海作為一個崛起的全球城市，與中國大陸整體

政經發展何干？對中國區域發展的政經互動有什麼啟示？

若以上海與長江三角洲作為中國的一個主要「城市區域」，則此一中國大陸全球化程

度最高的區域如何與中國其他區域互動，如何與政治核心的中央政府互動，以及如何與東

亞太平洋地區其他城市區域互動，將是值得研究的課題。再者，儘管上海在發展初期大量

仰賴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強力介入，但隨著人員、資金、組織的深層全球化，此一「次國家」

的分析單元能否夾帶豐沛的長江三角洲的經濟實力，在城區自主性與自我定位上進一步發

展，值得進一步觀察。



貫穿上海近百年在「國際化」與「全球化」反覆沈浮的一個中心概念是政治力量的影

響。此類國家介入的工具、方式、時機因為全球化而有所改變，但從未消失。自 1930 年代

上海的黃金時代開始，一直到二十世紀末上海的浴火重生，國家、國際資本、國際環境等

相互交錯的力量造就了上海「全球性」的文化與精神層面 (Wassertrom, 2000)。上海在 1990

年代的重生，並非單純的國家介入可以解釋，而是有深厚的文化基礎。而此一文化基礎是

近代百年來國家、市民社會、國際資本、以及各種正式與非正式制度在上海交錯糾結之下

的結果。因此，若要探究上海作為「全球城市」的深層政治、社會、文化底蘊，必須從縱

斷歷史的分析途徑尋找其脈絡，才能顯現出上海之所以成為上海，以及上海不是巴黎、東

京或紐約的獨特性。若從歷史途徑分析所謂「老上海」，則究竟上海是中國近代政治發展

的一個特例，還是一個縮影，抑或「西方文化的錯置」，則是研究途徑上必須嚴肅面對的

課題。

VI. 結論

本研究介紹了分析全球化的幾個不同面向，以及“全球治理”的興起。在全球轉型

的架構下，地方政府、全球城市、與中央政府共同成為因應、執行、深化全球化的要角，

同時也使政經互動邁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本研究有關全球化的討論，可以得出以下幾

個結論：

(1) 全球化代表的是分散與整合的共生力量，也是促使全球及地方資源重新分配的原

動力，同時更是一種轉型的契機。這種轉型除有賴於國家與社會共同調適以外，

必須與全球化時代中浮現的各種新的行為者與角色共同合作，方能達成政治穩

定、經濟發展、社會公道的目標。

(2) 全球化與在地化是一體的兩面。全球化豐富了本土文化的內涵，促使在地勢力與

全球脈動結合。本土政治結構、制度、及政治菁英與全球化展開進一步的互動，

其過程未必一定平順，也有可能激發新一輪民族主義或反全球化的浪潮。

(3) 進一步研究全球化，必須從學科整合出發，以全方位的視角，作總體及微觀的細

緻分析。由於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交互影響，傳統上將內政與國際關係二分的

做法，勢必要改弦更張。分析全球化的諸多議題，必須屏除特定的價值偏見，以

更客觀的角度，了解全球勢力與本土回應的互動過程，方能豐富政治學的內涵，

擴充研究的高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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